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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保护与发展一直是地理学、水文学、生态学、区域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热

点。借助近 30年社会经济统计与水文、水环境监测数据及相关专题研究基础数据，客观分析了近 30年长江保护与

发展的基本态势及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促进长江保护与发展协同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长江流域近 30年

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全国地位显著提升，区域发展差距基本稳定，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加；(2)

生态保护体系基本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与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一定成效，而节能降耗与一体化发展水平亟待提

高；(3)长江保护与发展主要面临权衡矛盾日益凸显，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缺乏统筹，水环境、水生态与水灾害问题

突出，管理缺乏有效的协同等 4 个方面的挑战；(4)建议从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的流域综合管理决策机制、统一的

环境保护监管执法和风险应急管理体系、多层级生态保护和空间开发管控机制、市场化双向补偿为核心的生态补偿

制度等 4个维度构建协同长江保护与发展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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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占全国40%淡水资源、近 50%水能资源和丰富的渔业与水生生物资源以及其南北地理

位置适中、横贯东中西地带和丰富的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配比条件，不仅使长江成为中国无可替代的战略水源地、水生生物资

源基因库和内河航运量居全球第一的黄金水道，而且长江还是中国与沿海并驾齐驱的生产力布局主轴线，大中小城市密集、工农

业占比高，历来是中国重点开发地带和资源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长期尖锐。 

长江保护与发展议题一直是地理学、水文学、生态学、区域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等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研究不仅涉及水生

态、水资源、水环境、水灾害等水安全主题，通过阐明气候变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及重大工程建设等交互影响下流域水循

环演变规律及其水环境、水生态与水灾害效应，形成流域水资源开发、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和水灾害防御等一系列重要的基

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1,2,3,4,5];而且还涉及流域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农业与制造业等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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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色发展、城市化与区域空间格局优化、流域空间开发与生态保护、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业发展等发展主题，提出流域上下

游、左右岸的区域协同和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要素协调的路径、模式和策略，服务于长江大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实践[6,7,8,9]。

与此同时，以科学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对长江保护与发展进展和走向开展系统综合评估研究也得到了重视
[1,2,3]

,特别是作为

近 30年来唯一以长江保护与发展为主题的学术期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长期报道流域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

最新研究成果，在服务长江流域科学研究和各层次决策需求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 30 年来长江保护与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基本态势?保护与发展的协调性如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问题?未来应采取什么

样的宏观策略和管理机制，以促进长江保护与发展协同?这是目前政府、学界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借助近 30

年社会经济统计与水文、水环境监测数据及相关专题研究为基础，客观分析近 30年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基本态势，判识长江保护

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提出建立协同长江保护与发展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供相关研究和决策者参考。 

1 长江保护与发展的基本态势 

1.130 年发展基本态势 

1.1.1 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在全国地位显著提升 

近 30 年来，长江经济带 GDP 由 1990 年 7212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 471580 亿元，年均增幅接近 14.95%,期间 74.2%的年份长

江经济带 GDP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同时，长江经济带 GDP 占全国比重从 1990 年 38.2%上升至 2020 年 46.4%(图 1),成为我国经济

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从 1990 年的世界第十位上升至 2010 第二位并一直保持的重要支撑和引擎。 

 

图 1 1990～2020 年长江经济带GDP 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21年. 

1.1.2 经济运行态势良好，区域发展差距基本稳定 

近 30年来，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额和财政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由 1995

年 8366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 351084 亿元，年均增幅为 16.12%,占全国比重由 1995 年 41.8%上升至 2020 年 47.7%(图 2),特别是

自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后，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近 30年峰值；

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95年 672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 21630亿美元，年均增幅达14.90%,占全国比重由1995年23.9%上升至2020

年 46.5%;财政收入由 1995 年 1169亿元增长至2020 年 44857亿元，年均增幅15.71%,占全国比重增长平缓，其中受产业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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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2015～2020 年小幅下降。 

 

图 2 1995～2020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实力指标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21年.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长江经济带区域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差异格局。1990～2020 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GDP 由 1990 年

3502 亿元增长至 2020 年 244714 亿元，年均增幅 15.21%,中游地区由 1912 亿元增长至 110916亿元，年均增幅 14.49%,上游地区

由 1797 亿元增长至 115950亿元，年均增幅14.90%,增幅差距不足 1个百分点(图 3),在 GDP实现同步大幅提升的同时，下、中、

上游差距格局大体稳定。与此同时，三地人均 GDP 同样实现大幅增长，下游地区人均 GDP 由 1990 年 0.28 万元增长至 2020 年

11.03 万元，年均增幅 13.02%,中游地区由 0.13 万元增长至 6.47 万元，年均增幅 13.91%,上游地区由 0.1 万元增长至 5.86 万

元，年均增幅 14.53%,上游增幅>中游>下游，人均 GDP 差距呈现逐步减小趋势。 

 

图 3 1990～2020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差距指标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21年. 

1.1.3 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加 

近 30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由 1990 年 25.28%上升至 2020 年 64.07%,年均增幅3.15%,其中上游增幅>中游>

下游，城镇化水平差距持续缩小(图 4)。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长江经济带人均收入水平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农村居民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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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收入由 1990 年 804 元增长至 2020 年 19482 元，年均增幅 11.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90 年 1554 元增长至 2020 年

45499 元，年均增幅 11.91%,伴随快速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略有扩大。 

 

图 4 1990～2020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及人均收入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21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1991～2021年. 

1.230 年保护基本态势 

1.2.1 生态保护体系基本建立 

长江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南北位置适中、地貌类型丰富、自然条件优越，具有极重要的生态区位，是全球不可或缺的

天然物种基因库。现有 25个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和 1066个各类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5个),分别占全国重要生

态功能区总数和长江经济带总面积的 47.1%和 9.1%[10]。长江流域现已基本建立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

然公园-特殊生态功能区”的多层级生态保护体系。 

但受管理体制等影响，不同等级自然保护地之间仍存在跨界边界不衔接、类型不一致，跨部门不协调等问题，尤其涉及跨省、

跨流域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协同保护，亟待建立统一的管控标准、统一的监督标准、统一的执法标准。 

1.2.2 污染物排放总量快速增长态势得到初步控制 

长江经济带庞大的产业集群在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1990～2017 年，废水年排放量由 174 亿

t 增长至 310 亿 t,其中 1990～2015 年持续正增长，增幅达 83.2%,2015～2017 年间出现下降，降幅为 2.66%(图 5),废水排放量

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程度抑制，但占全国比重仍然维持在 44%左右，并未出现明显降低，仍然面临较大压力。同期，二氧化硫排放

量先升后降，其中 1990～2005 年年排放量持续上升，从 586 万 t 正增长 958 万 t,增幅 63.5%,2005～2017 年逐步降低，降幅

66.4%,占全国比重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幅度较小，与废水排放量变化呈基本一致的态势。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降幅显著，由

1990 年 2054 万 t下降至 2017 年 15 万 t,但年际间波动较大，呈不稳定的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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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90～2017 年长江经济带污染物排放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18年. 

1.3 30年保护与发展协同态势 

1.3.1 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节能降耗水平有待提高 

近 30 年，长江经济带全员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从 1995 年 0.97 万元/人上升至 2019 年 13.59 万元/人，年均增幅达

11.63%(图 6),其中 2000～2010 年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其他时段，期间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相继实施，大大促进了区

域生产效率提升。 

相较于全员劳动生产率，长江经济带单位建设用地GDP 产出效率提高幅度相对较小，从 1995 年 3.82亿元/km2增长至 18.99

亿元/km2,年均增幅6.91%,表明经济增长仍依赖于对土地的大量占用。能源消耗仍为正增长，1995～2019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耗

总量由 5.01 亿吨标准煤增长至17.57亿吨标准煤，年均增幅 5.37%,虽然增长幅度逐步降低，但增速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节能

水平有待进步提升。水资源消耗总量经历了 1995～2010 年的波动下降和 2010～2019 年的快速上升过程，反映出水资源消耗总

量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图 6 1995～2019 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效率指标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6～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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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污染物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趋缓 

近 30年，长江经济带单位 GDP废水排放量、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 GDP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均呈持续减少态势。

单位 GDP 废水排放量由 1990 年 241t/万元下降至 2017 年 8.37t/万元，排放强度低于全国平均 8.41t/万元的水平；单位 GDP 二

氧化硫排放量由 812.5t/亿元降至 8.7t/亿元，低于全国平均 10.5t/亿元水平；单位 GDP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由 2848t/亿元

降至 0.4t/亿元，不足全国平均 0.9t/亿元水平的一半(图 7),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取得一定成效。 

2 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 

2.1 长江保护与发展矛盾日益凸显 

2.1.1 重要生态空间与廊道缺乏系统保护 

 

图 7 1990～2017 年长江经济带单位GDP 污染物排放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18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1991～2018 年. 

在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指引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体系建设得到空前加强，但现有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分与

主体功能区划之间仍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冲突，如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洪水调蓄四类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与优

先发展区/重点发展区相冲突的面积分别约 152651.8、93486.6、33454 和 9701.2km
2
,累计占长江经济带重要生态功能区总面积

的 50.6%[10,11,12]。同时，重要生态功能区没有全面覆盖各类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尤其是珍稀鱼类及四大家鱼的

产卵场，也缺乏针对重要生态空间与生态廊道的系统保护。 

2.1.2 重化工产业集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是我国重要的石化、钢铁、建材和无机化工原料等重化工业生产基地，据统计，2020 年共有省级及以

上工业园区 1483 家，其中各类化工园区达 250 余家，沿长江岸线布局的化工园区就有 62 家，上游以钒钛磁铁矿/铜铅锌/磷等

资源加工冶金行业为主，中游主要为钢铁、石化、有色冶金(铅、锌、铜等)行业，下游以石化、精细化工园区居多
[14]
,全国 40%

的造纸、43%的合成氨、81%的磷铵、72%的印染布、40%的烧碱产能聚集在长江沿岸地区，造成长江水环境和沿江大气环境保护压

力与日俱增[15],2019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57.6 亿 t,约占全国 22.9%,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占全

国比重分别达 45.8%、47.8%、43.9%、47.8%。 

重化工业在长江沿岸地区集聚发展，也带来巨大环境风险隐患，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频发，严重威胁所在地及下游地区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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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安全。2008～2020 长江经济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约占全国总数的 51.7%(图 8),2013 年以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虽呈显著

下降趋势，但重化工企业高密度布局的累积性和潜在性环境风险依然很高。 

 

图 8 2008～2020 年长江经济带环境突发事件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8～2020年. 

2.1.3 水工程建设的累积影响日益显现 

近几十年来，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大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呈爆发式增长，改变了长江上游来水来沙情势，对中下游水文和水生

态演变过程产生了备受关注的影响。2003 年三峡水库蓄水至 2016 与 1980～2002 年平均值相比，长江中下游控制站大通的上游

来沙占比由 86%突降到 37%,导致长江中游河床普遍出现长距离、较为剧烈的冲刷，一方面引起河槽边滩刷深和堤岸崩塌时有发

生，危及长江堤防安全；另一方面引起长江干流同流量下水位不同程度降低，长江顶托作用减弱叠加气候周期性干湿变化和汛末

三峡水库集中蓄水等，造成两大通江湖泊呈现枯水期提前、枯水期延长和枯季超低水位频现水情变化态势，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

通江湖泊平均面积分别萎缩了 11.2%和 15.9%,退水期(9～11月份)两湖代表站水位分别下降0.83～2.03 和 1.25～2.45m,进而引

起偏枯水年份两湖枯水期供水紧张和洲滩湿地呈旱化演替趋向，两湖草洲与芦苇分布高程下限平均下降0.34～0.37和0.43m[13]。

重大水工程累积性影响与气候变化水文效应交织，增加了长江水文情势和江湖关系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近20年两湖显著的水文情势变化是否形成了趋势性风险，以至于需要人为建闸调控，引起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与争论。 

众多湖泊与江河水力联系及生物通道因防洪、供水和围垦工程修建而阻断，导致湖泊水文水动力条件和湖泊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显著改变，江(河)湖洄游性水生动物日渐濒危，湖泊鱼类种类下降、数量减少；湖泊底栖动物中螺与蚌等大型软体动物减

少、耐污染水蚯蚓与水生昆虫等小型动物增加；湖泊高等水生植物分布区大量缩减、群落组成趋于简单，取而代之的是藻类植

物、尤其是蓝藻大量增殖，成为藻华生态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 

2.2 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缺乏统筹 

2.2.1 产业结构雷同与互补性差 

长江经济带产业种类齐全，沿江 11省市涵盖我国全部的工业行业 41大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钢铁、

化工、建材和电子设备等众多工业品产量均超过全国的 50%,是我国重要的产业经济带。然而，由于一体化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秩

序尚未形成以及工业化进程过快等主客观因素影响，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雷同、产业规模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地区间的产业同

质化竞争愈演愈烈，直接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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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长江下游地区工业产值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子机械和器材制造和汽车制造，

中游地区占比前三位的是汽车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游地区占比前三位的是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和汽车制造业，下游与中、上游地区产业雷同比为 2/3,中游和上游地区雷同比

为 100%。各省市间工业产值前十的产业均存在同质化现象，其中上海与江苏、安徽与江西、安徽与重庆、湖北与四川的同质化

率最高，达 90%;仅相对欠发达的贵州与上海、贵州与浙江以及云南与江苏、云南与浙江的产业同质化率较低，低于 50%,表明长

江经济带相邻省市之间产业发展非但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体系，反而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恶性竞争。上游相关省市与中

下游省市之间产业同质化率相对偏低，多由其工业化程度较低、未形成具有规模性效应的产业所致，并非是区域之间因地制宜、

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结果。 

与此同时，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沿江 11省市均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为自身的重点发展产业，导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一哄而上，无序竞争，形成巨大

投资和产能浪费。因此，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如何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遵循全域、乃至全国一盘棋的原则，选择适合自身的产业

发展方向，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效竞争，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2.2.2 产业布局不合理 

由于产业结构雷同和地方 GDP 导向引起的无序和过度竞争等因素，长江沿江产业布局不合理现象十分严重，不仅存在大量

生态用地被工业企业占用的问题，而且各类各级工业园区布局过多、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工业用地粗放低效问题更为突出。长江

干流沿岸 27个城市中90%以上的区县布局有化工企业，且以分散布局居多，长江干线港口危险化学品年吞吐量达 1.7 亿 t,生产

和运输的危化品种类多达 250 余种，运输量仍将以年均近 10%的速度增长[14]。近年来化工溯江而上，“梯度转移”布局没有得到

有效遏制，“化工围江”成为长江沿岸地区产业布局不合理的集中体现。尽管近两年来沿江化工园区整治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庞

大的化工体量仍然是长江绿色发展的巨大威胁。 

2.3 水环境、水生态与水灾害问题突出 

2.3.1 长江干流水质得到改善，但湖泊水质并未好转 

长江干流水环境总体呈改善态势。长江经济带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经济相对发达，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环境

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污染累积效应显著。近年来，随着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进，除少数城市岸段仍存在局部污染带和

长江危险化学品运输与储存仍存在巨大安全隐患外，长江干流水环境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改善态势，2013～2020年，干流全部 60

个省界断面中，Ⅰ～Ⅲ类水质占比从 82.5%上升到 97.4%,劣Ⅴ类水质比例呈持续下降和趋零的态势(图 9)。 

 

图 9长江经济带 60个省界断面2013～2020 年水质比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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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全国地表水水质月报 2013～2020 年(生态环境部). 

湖泊总体水质较差。2018年长江流域 61个主要湖泊中，Ⅰ～Ⅲ类水体面积仅占 11.1%,Ⅳ～Ⅴ类占 86.0%,劣Ⅴ类占2.9%
[15]

。

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滇池等重点湖泊，水质均为Ⅳ～劣Ⅴ类；中、下游 108 个面积大于 10km2的湖泊中 88%的湖泊超

过了富营养化标准，其中达到重富营养化标准的占 23.1%,中营养和贫营养湖泊仅占 12%[16]。湖泊富营养化程度提高，导致湖泊蓝

藻水华灾害发生频率增加、时间延长和范围扩大，2007 年太湖蓝藻水华爆发，引发震惊中外的无锡城市供水危机。 

2.3.2 长江水生态与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 

长江流域鱼类多样性下降显著。长江流域 1976～2003 年鱼类种类组成有 353 种 29 科，2003～2018 年调查显示长江鱼类仅

有 277 种 31 科，鱼类种类呈显著减少趋势，其中匙吻鲟科、鲑科和鲱科在长江及各支流均已灭绝[17]。当前仍有113 种鱼类被列

为受胁物种，其中极危 22 种、濒危 39 种、易危 29 种、近危 23 种，确认灭绝的鱼类土著物种和特有物种分别达 45 种和 19 种
[18]。三峡水库蓄水后的 2003～2010 年，库区调查到特有鱼类仅 23 种，种数较蓄水前减少 51.1%,三峡库区渔获物中特有鱼类优

势度下降 35.3%～99.9%;“四大家鱼”的产卵规模显著减小，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年均鱼卵径流量较蓄水前 1997～2002

年减少 90.0%1;2011 年开始实施的生态调度虽促使“四大家鱼”呈好转趋势，但仅占 1997～2002 年的 23.9%,长江 2003～2016

年均天然渔业捕捞量比 1997～2002 年减少 42.7%(图 10)[17]。 

 

图 10 1997～2016年长江渔业天然捕捞量和“四大家鱼”鱼卵径流量变化[4,12] 

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呈现高灭绝风险。长江水生态处于不断退化中，除导致包括鱼类在内的水生生物物种种群数量不断衰退

外，对处在食物链顶端生境要求高和生活空间需求大的大型水生动物物种生存威胁更为严重，一些大型水生动物种群数量锐减，

甚至处于濒危或灭绝状态。白鱀豚和白鲟已分别于 2007 和 2020 年初被宣布功能性灭绝[19,20];中华鲟数量已从 1970 年代 2000 余

尾，减少到 2004～2008年的 200余尾，2017年至今已经没有观察到自然繁殖的踪迹[21];干流江豚种群近 30多年自然种群数量也

迅速减少，从 1991 年前约 2700 头下降到 2012 年约 1040 头，2006～2012 年种群年均下降速率达 13.73%,种群未来 100 年灭绝

的风险超过 86%[22]。 

2.3.3 江(河)湖关系不和谐与湖泊湿地退化 

江(河)湖关系不和谐。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仅次于青藏高原湖泊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历史上，这些湖泊大多与长江或其他河流

自然连通，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人为修闸建坝等水利工程建设和围垦活动加剧以来，该区域除洞庭湖、鄱阳湖和石臼湖外的全

部湖泊，均失去了与江河的天然水力联系，导致江(河)湖关系渐呈不和谐状态，江(河)湖之间自然水文交换节律被打破，生物之

间洄游与联系通道被阻断，湖泊水动力环境变化引起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加速了湖泊的萎缩和消亡进程。2003 年

三峡水库建成运用以来，导致长江对鄱阳湖和洞庭湖的顶托作用显著减弱，长江对两湖的作用由顶托转为拉空，江湖关系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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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的比例比 1980～2002 年平均分别增加了19.4 和 9.9 个百分点[13]。 

湖泊湿地萎缩与生态退化。1930’s 以来的历史军事地形图和近 30 多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表明，1930s 长江中下游湖泊湿

地总面积达 26020km2,其中江汉平原湖区、洞庭湖区、鄱阳湖区、皖江湖群与太湖平原湖群湖泊湿地面积分别达 7490、5719、

5088、3904 和 3800km2,至 2020 年总面积仅为 14400km2,萎缩率超过 44%,其中江汉平原萎缩率高达 79%。五大淡水湖面积均显著

减少，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面积分别减少了1725、2267 和 172km2,直接引起湖泊调蓄能力大幅下降，降低湖泊防洪和供水能力
[2]。在湖泊湿地数量和面积快速减少的同时，湖泊湿地生态也出现明显退化态势，集中表现为鱼类种类下降和数量减少，高等水

生植物与底栖生物分布范围缩小，浮游藻类等大量繁殖，湖泊湿地呈现由清水草型湖向浊水藻型湖退化的演变态势[10]。 

2.3.4 特大洪水和局部干旱灾害频繁发生 

长江特大洪水频发、灾害损失严重。长江特大洪水灾害频发一直是国家的心腹之患，20 世纪以来，长江发生了以 1931 和

1954 年为代表的多次特大洪水灾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中下游倒塌房屋约 213万间，死

亡 1562 人。21 世纪以来，2016 年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受灾人口 5608 万人，死亡 264 人，失踪 61 人，洪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1661 亿元 2。2020 年长江特大洪水 30和 60d 总洪量，虽明显小于 1998 和 1954 年洪水，但 2020 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出口

控制站最高水位，除汉口和大通站居历史第 2位外，其余主要控制站最高水位均居历史第 1位，造成 4132 万人受灾，农作物受

灾面积 416 万 hm2,直接经济损失 1533亿元，呈现小水大灾被动局面。 

长江旱涝急转时有发生、局部干旱灾害严重。据统计，长江流域发生干旱的频率介于 30%～35%之间，受气候干湿周期性变

化等因素影响，20世纪以来，长江流域发生干旱的频次显著增多，2019年干旱灾害造成中下游地区 295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

受灾面积 331 万 hm
2
,直接经济损失约 190 亿元。2016 年长江中下游汛期降雨集中、强度大，导致发生区域性大洪水、部分支流

发生超历史最高水位的特大洪水，而汛末受上游及“两湖”水系来水减少的影响，发生旱涝急转，致使中下游地区又出现严重枯

水和较大旱情，各主要控制站最低水位均居历史同期前列3。 

2.4 管理缺乏有效的协同 

2.4.1 长江岸线利用缺乏统筹 

据 2019 年调查，长江干流岸线总长 7908.8km,已开发利用 2814.4km,利用率 35.6%,岸线利用存在取水口与排污口交错、生

产岸线占比过高、生态岸线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部分岸段的重化工业、取水口、排污口布局交错，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

用水水源地周边 5km 范围内，饮水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利用结构上，中下游省份港口工业岸线占比较高，江苏、安徽、江西等省

份港口工业利用岸线占比超过 70%;港口、工业占用各类各级保护区岸线 483km(其中占用各类各级保护区核心区岸线 170km),占

用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岸线 115km[23,24]。 

2.4.2 重要生态空间保护跨界不协调 

长江经济带已经建立的生态保护体系存在管理部门、类型、空间范围重叠交差等问题，导致生态保护体系不完整和重要生态

空间保护跨界不协调。由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缺乏统一的技术方法体系与标准，加之不同层级跨界合作和一体化制度缺失，无法

平衡跨界合作的成本-利益格局，使得跨界区域存在明显的生态保护红线类型和空间冲突。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红线跨界类型冲

突斑块 53个，面积达1244km2,其中安徽与江苏、安徽与浙江跨界冲突面积分别超过 858 和 326km2[12,25]。 

2.4.3 水环境跨界管理不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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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相邻区域饮用水源地、清水通道设置和跨界河湖水功能定位不一以及产业园区布局不合理等，导致水环境跨界管理和

断面纠纷时有发生，重点跨界水体协同治理机制亟待完善。除长江上下游、左右岸取水口和排污口交错布局影响水源地供水安全

外，上游地区将化工等产业园区和排污口设置于其最下游行政边界处的案例随处可见，造成跨界河流断面水质和湖泊水产养殖

损失纠纷不断。太湖入黄浦江的主要河道太浦河，上游江苏和浙江均将其视为泄洪通道，在沿河两岸建有多个工业小区，而下游

的上海则将太浦河作为城市饮用水水源，在其上建设了大型城市供水工程金泽水库，引发矛盾。千岛湖作为杭州湾地区的战略水

源，国家考核浙江千岛湖为湖库 I类水质，而考核新安江安徽出口断面为河流Ⅱ类水质，两者总氮和总氮磷浓度值相差十倍，导

致千岛湖西北新安江入湖湖区控制断面水质考核不达标矛盾突出。 

2.4.4 多头管理造成长江系统性保护不足 

在《长江保护法》颁布之前，长江流域涉水管理法律 30余部，管理权分属中央 15个部委76个职能部门，地方分属 19个省

(市、区)的百余个职能部门。部门和地方“分而治之”的管理格局导致法规条例适用性不强、管理机制协同性不够，项目审批和

环境执法各自为政，无法实现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是长江保护与发展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的重要原因。《长江保护法》自2021

年 3月 1日起施行后，与法律实施相配套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法律配套条例与细则、部门与地方责权调整、法律执行主体等体

制机制完善尚需时日，长江“九龙治水”的局面依然没有彻底改变。 

3 建立协同长江保护与发展的流域综合管理机制 

3.1 构建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的流域综合管理决策机制 

以流域为单元，尊重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整体性和山水林田湖草各要素系统性的自然属性，借鉴欧美国家流域综合

管理经验，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强化“流域利益共同体”理念，完善流域综合管理议事规则和程序，建立由国务院主导、各利

益相关国家部委、省级人民政府、代表性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协商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决策机制，着力解决各部门和行政

主体单元内部不能解决的跨部门、跨行政区重大问题和事项，统筹流域综合规划编制和空间开发一体化管控；一体化制定流域产

业准入、资源消耗、环境排放、生态修复和补偿(赔偿)标准；统一流域监测、信息共享和资源、环境、生态监管执法和重大突发

环境与灾害事件应急联动；监督《长江保护法》的实施。 

3.2 建立流域统一的环境保护监管执法和风险应急管理体系 

按照流域环境保护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三统一”要求，加快流域生态环境数据共享、生态环境质量第三方监测

评估和污染联防联治体系建设，率先实施污染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挂钩的区域环境质量目标管理模式，实现流域环境管理由污

染减排目标考核向环境质量目标考核转变。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和强制修复机制，合理合法追究环境损害责任，推动区域环境损害

赔偿行政磋商与公益诉讼。 

增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跨界区域环境风险整体联防联控共识，健全流域一体化环境风险协同防控和风险应急管理体系，以

饮用水水源地和重化工企业等突发污染事件为重点，完善流域跨区域、多部门环境信息共享、处置资源共用的制度化协同联动机

制。探索环境应急管理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流域一体化环境风险实时监测、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管理系统，提

高环境应急事件处置效率和决策智能化能力。 

3.3 建立流域多层级生态保护和空间开发管控机制 

建立健全长江流域“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国家级-省级-地方”重要生态功能区分类分级保护体系，明晰

不同类别和等级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管控力度、资金来源和管理职权。协调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核心区与生态保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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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控边界的一致和跨行政区管控类型的衔接，建立跨省市自然保护地核心区和生态红线统一管控规则、统一评价标准和统一

执法监督机制。 

遵循生态优先、集约开发和有偿使用的原则，实行长江岸线占用许可制度。结合长江岸线占用管控，采取生态空间自上而下

和其它空间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划定流域生态、生活和生产空间，合理利用不同空间环境容量和资源禀赋，实施各类空

间统一有差别的环境准入门槛和开发负面清单制度。强化重要城市群和省级及以上开发区集中集约开发，限期清理和关停园区

以外有污染企业，改变长江沿江重化工业分散布局、污染和风险难以管控的局面，保护集中连片的农业发展空间和绿色开敞空

间，加快形成区域主体功能明确、开发空间集中集约与生态空间自然开敞相得益彰的长江流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3.4 构建以流域市场化双向补偿为核心的生态补偿制度 

发挥政府生态补偿主体的引导作用，明确补偿客体的定量评估考核办法，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科学测算补偿标准，运用市

场化机制维持长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激励，通过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综合评估动态调整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方式，强化生态补

偿资金分配与生态保护成效挂钩，规范补偿主客体选择、补偿标准测算、补偿方式确定和补偿效益评估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与操

作流程。遵循“保护者受益、损害者赔偿”原则，以国控或利益相关行政主体协商一致的控制断面关键水量、水质综合指标基准

值为依据，建立流域跨界指标提升激励补偿和下降惩罚赔偿的流域市场化双向生态补偿机制。 

增加中央财政对三江源国家重要生态屏障区和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秦巴-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等特殊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

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利益相关方共同设立长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或长江生态银行，探索以市场化价格

形成为核心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生态融资渠道，拓展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建立健全流域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登记、自然资源有偿使用、资源总量管理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自然资产损益评估考核机制。完

善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将流域耕地保护纳入生态补偿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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